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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

王 巍 赵 辉

内容提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理

念，围绕公元前 3500 到公元前 1500 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

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二十个

左右的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在

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

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

学科综合研究。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

准; 提出距今 5300 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

古国文明的阶段; 提出距今 5300 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

会上层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流互动圈，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某几类

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各个区域文明之间以及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

流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 探源工程 文明化进程 礼器 多元一体 王权 古国 王国

2001 年春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一些参加 “断代工程”的学者
积极向科技部建议，支持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2001 年底，科技部决定实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2 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 ( 简称 “探源工程”) 启动了为期两年
的预备性研究。这项先后作为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研
究，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

研究项目，到今年春季已经进行了整整 20 年。这 20 年间，探源工程在科技部、国
家文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在参加工程的近 20 个学科 ( 几乎涵盖了所有自然科学
一级学科) 的近 400 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文拟对工程的宗
旨、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和取得的成果进行阐述，以就教于史学界和考古学
界的各位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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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背景与缘起

(一) 20 世纪学术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
1921 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大量考古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郭沫若等通过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结合古代文献研究古代社会，可以说是中国
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端。20 世纪 80 年代，在浙江余杭良渚①、辽宁喀左牛河
梁②、安徽含山凌家滩③、山西襄汾陶寺④等遗址，先后发现了社会分化严重的墓葬，
其年代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早于夏王朝建立的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引发了
中国考古学者和古代史学者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热潮。

1985 年，夏鼐发表了 《中国文明的起源》⑤，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利用考古资料，
直面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稍后，苏秉琦根据相继出土的与文明起源有关的考古
资料，提出了各地文明起源 “满天星斗”说⑥和 “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 “古
国、方国、帝国”⑦ 一系列关于文明起源的观点。他们的研究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奠
定了基础。此后，严文明⑧、张忠培⑨、李伯谦⑩10、李学勤⑩11等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提
出了自己的观点，促进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核心组建了中华文明起源研
究课题组，把各地研究文明起源的学者组织起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掀起了高潮。⑩12

他们循着文字、冶金术、城市等被认为是文明起源的 “要素”开展研究，其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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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谦: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1995 年第 4 期。
李学勤主编: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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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的出现及其与文明起源关系的研究颇具特色。①

及至 20 世纪末，中国史学界大都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为中华文明的肇始，把距今
5000 多到 4000 年期间的社会作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这一千年的社会究
竟是处于哪个社会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社会发

展阶段，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有多长，关系到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
脉络的认识，是一个亟待研究和科学论证的问题。
在 20 世纪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存在一些突出的共性问题，比如缺乏对文

明形成标志的研究。及至 20 世纪末，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是历史学或考古
学者的个人研究，十分缺乏同学科内部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尤其是缺乏考古学与

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对作为文明形成重要基础的自然环境的变迁、生业的
发展、手工业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发展变化及这些因素与文明形成关系的研究相当薄
弱。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某一个区域的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状
况分析，缺乏对某一区域文明化进程的整体研究，对各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较

为薄弱，对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少有深入探讨，也没有

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 对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机制、道路、模式和特点等深
层次问题较少涉及。更缺乏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对比研究，这使得中国学
者不仅在世界文明研究领域缺乏话语权，也缺乏对中华文明的权威阐释。

二 宗旨与特点、主要研究内容

(一) 探源工程的宗旨和特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政治
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相关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以考古学为基
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

展过程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
展的历史进行科学研究与论证，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与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

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及其多样性的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的贡

献。② 为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制度等方
方面面的因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探源工程的研究，要尽可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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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研究各方面的因素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就需要在研究思路和
方法上不同于以往进行的专题研究，需要做到两个结合:

第一，考古学与古史传说和文献历史学的结合。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是历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对的问题。历史学为考古学

研究提供历史发展的框架和脉络，包括王朝世系、社会的组织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
制度等背景，这些对于通过考古资料研究当时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考古学
为历史学提供的则是历史文献中较少或阙如的过去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
生活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然而，这些实物资料大都不能直接和古代历史上的人物和
事件相联系，需要对这些实物资料及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进行阐释。这就需要参考历
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或古史传说。中国文明起源于尚无即时文字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
对它的追溯探讨，不得不依靠考古学的进展，这就格外需要将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

和古史传说相结合来进行研究。
第二，促进考古学与各种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
大量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是探源工程最大的特色。根据研究的需要，近 20

个自然科学学科的数十种技术与方法被用于工程各个课题的研究。运用加速器质谱仪
对出土遗物进行高精度碳十四测年; 运用硅酸盐技术研究陶器和原始瓷器的烧制工艺

技术; 运用金属学的方法，对出土铜器的金属结构和成分以及制作工艺技术进行分

析; 通过人骨中包含的碳、氮同位素研究当时不同地区人们的主食种类 ( 粟和黍还
是稻) ，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蛋白质的摄入量; 通过动物遗骸和骨角制品，探讨不

同地区人群的肉食获取方式、动物资源的驯化与利用方式; 通过人体中所含的锶同位
素，研究当时人们的迁徙; 通过土壤中粒度、磁化率、孢粉、植硅体、土壤微形态等
对各个地区的环境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各地文明的盛衰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 通过

地貌学与遥感技术对各地区遗址的地形地貌和古河道走向等进行考察; 通过对各地墓

葬出土的古代人骨观察，研究当时人们的体质特征和健康状况; 对各地出土人骨的

DNA进行分析，研究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与迁徙; 对与天文学有关的遗迹研
究，探讨当时的人们对天文现象、方位和农事节气的知识; 利用 GIS ( 地理信息系
统) 对各个时期各个地区聚落的分布状况进行研究，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组织; 对

遗址出土的动物和植物遗骸进行分析，研究各地区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基

础; 运用地质学、材料学的知识，分析铜器、金器和玉石器、绿松石等贵重资源的
产地。
(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 20 世纪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问题，探源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以下重
点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1. 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特征: 突破以往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 “三要素”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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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标准，根据中国的材料，归纳出通过考古资料辨识文明形成的关键特征。
2. 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探讨各地史前社会从平等的、简单的氏族社会发展演
变成为以强化的等级制度和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权力———国家为特征的文明社会的时间
和演进过程。对中华文明来说，国家起源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核心问题。①

3. 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探讨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是如何形成的，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文化的互动关系，

各地区的文化和区域文明是如何逐渐融入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的，揭示中华文明多

元起源、相互促进、碰撞融合、汇聚一体的演化历程，以及各区域的文化或文明在多
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4.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及其作用: 研究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境外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怎样的联系，这些联系对
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5.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特点: 研究中华文明
是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会这
样发展; 推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动力或因素有哪些; 这些动力或因素是如何发挥作

用的; 彼此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通过与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

与发展的道路及其特点，并进而探讨导致这些特点和道路形成的原因。
简言之，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是探索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

家形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技术、环境和人群流动等种种因素都发挥了怎
样的作用。在研究中以各地区都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为核心，兼顾社会各个阶层，
讨论国家的起源和王权的出现与强化过程，运用多学科手段探讨文明起源过程中各方

面的因素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动态描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样态。

三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年代框架、环境背景与生业基础

(一) 通过高精度测年，准确把握了距今 5500 到 3500 年我国各个区域考古学文
化的年代序列和各个都邑性遗址及其他区域性中心性遗址的年代

探源工程设立了年代课题组，在 20 世纪末实施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商周
王朝年代进行系列测年的基础上，运用 AMS ( 加速器质谱仪) 测年技术对全国各地
距今 5500 至 3500 年期间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测年标本进行了系列高精度测年。经过
15 年的努力，测年课题组共测了数千个标本，得出了全国范围内距今 5500 到 35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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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并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
之间的相互对应的年代关系; 解决了距今 5500 至 3500 年期间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
代，包括始建年代、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为研究各个地区的文明进程、关键节点的
年代，以及各区域之间相互关系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年代学基础。
(二) 初步探明了中华文明演进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针对以往的文明起源研究中缺乏环境研究者的加入，致使各地区文明的兴衰与环

境的关系扑朔迷离，难以确定的状况，探源工程专门设立了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关系

课题。环境课题组通过开展对各个区域距今 8000 到 3500 年期间环境的研究，对各区
域文明起源的自然环境背景及其与文明盛衰关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①

距今 8000 到 6000 年期间是全球范围的大暖期，气候整体上温暖湿润，为世界各
地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距今 6000 年前，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于今天的长
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于今日的华南地区。正是由于较好的自然环境，促使各
地区农业显著发展，为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对各地的环境变化的研究发现，环境的变化确实对各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

影响。在距今 4300 年到 4100 年期间，曾经发生了较大范围的环境变化，对各地区文
明的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以长江下游为例，一度十分繁荣的良渚文明在距今 4300
年左右发生衰变，都城废弃，人群流离，以居住在良渚古城中的最高统治者为核心的

社会结构崩塌，盛极一时的良渚文明衰落。通过工程设计的环境变化与文明关系课题
的研究，我们得知，良渚文明的衰落与环境的变化对其稻作农业造成严重影响密切相

关。在良渚古城繁荣的时期，面积广阔的低湿地被开垦为稻田。由于距今 4400 年前
后的洪水频发和地下水位上升，这些曾经作为水稻田的广大区域重新沦为沼泽。良渚
古城周围古城衰落时期地层中，禾本科花粉显著减少，与古城兴盛时期的禾本科花粉

浓度极高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良渚文明晚期稻作农业遭受了致命性打击。由
此可见，适宜农业发展的环境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距今
4300 年前后环境的变化使得农业受到严重打击，是导致长江下游区域文明衰落的重
要原因。②

黄河中游地区的华夏文明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
要原因之一是，与长江下游地势低平和单一的水稻种植相比，多样的地形条件和粟黍

稻豆等构成的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体系，使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应对自然环境的变化

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三) 系统地考察了各地区文明形成的生业基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以往的文明起源研究，往往忽略对各区域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的考察。针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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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莫多闻: 《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自然环境因素》，《中国文物报》2022 年 7 月 1 日，第 5 版。
袁靖、潘艳、董宁宁、司徒克: 《良渚文化的生业经济与社会兴衰》，《考古》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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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探源工程专门设置了生业与技术的课题，多学科结合，系统考察各个区域距

今 10000 到 3500 年期间，特别是距今 5500 到 3500 年期间各区域文明起源和形成阶
段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并探讨其与文明起源、形成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
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确实在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在距今 10000 年前，在我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与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开
始栽培水稻。农业的起源，为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状态奠定了基础。

在河南新密李家沟等遗址，发现距今万年前的小型定居村落，出土了初期的陶器

和细石器。② 在距今 9000 至 7000 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取得发展，人口增加，

村落的数量和面积有所增加，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丰富起来。

在距今 8000 到 6000 年期间气候整体温暖湿润的环境下，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的
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种植粟和
黍，同时兼种水稻。河南舞阳贾湖发现距今 8000 年的村落，③ 遗址面积 5 万多平方
米，发掘出数十座房址和数百座墓葬。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以及炭化稻
和迄今年代最早的家猪。居住址和公共墓地内墓葬的规模及随葬品显现出差别，少数
墓葬规模比一般墓葬略大，随葬绿松石装饰，有些墓主人腰部随葬多件内装有小石子

的乌龟壳，有的龟甲上有刻划符号，有些符号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似。有些墓葬中
出土用鹤类翅骨做的骨笛，有五孔、六孔、七孔不等，共数十件。研究者对其中一件
七孔笛进行了测音，发现音阶准确，至今可以演奏乐曲。④ 上述这些发现说明当时淮
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水稻，饲养家猪，制作多样陶器、石器和骨器; 人们的精
神生活已经很丰富，氏族内部已经出现了掌握刻划符号及制作和吹奏骨笛的人，已经

出现了社会分工和分化的端倪，已经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长江中下游地区始终以水稻作为主要的农作物。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 10000 年前
已经开始水稻的栽培。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经营早期稻作的定居村落，出土了
水稻的遗存、陶器和磨制石器。⑤ 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上山文化晚期的聚落和墓
葬，出土石器和制作精美、表面涂红衣的陶器，有些陶器表面还用白彩绘出太阳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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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靖: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回顾: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技术与生业研究》，《南方文
物》2012 年第 4 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南区 2010 年发掘简报》，《中
原文物》2018 年第 6 期。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 《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年。
黄翔鹏: 《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 年第 1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 《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 年第 9 期; 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 《浦江上山———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三》，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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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线纹、平行短线等纹饰，① 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审美和信仰方面取得的进步。到了
距今 8000 年前，稻作农业有了初步发展，人口显著增加。浙江浦江跨湖桥遗址出土
了长达 5. 6 米的独木舟，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近海航行的能力。② 这几处遗址的居住
址和墓葬看不出明显的贫富贵贱的差别，当时的氏族社会还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到了
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多个遗址发现了当时的水田，稻作农业取得了显著
发展，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为长江下游地区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长江中游地区，距今 9000 到 8000 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取得初步发

展，出现了周围有围沟的定居的聚落，③ 史前文化取得发展。距今 7000 年前，形成
了高庙文化。以白陶和表面刻圆目、大口、獠牙的兽面形象为代表的陶器反映出当时
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④

在长城沿线与西辽河流域，粟作农业在距今 10000 年前后也开始兴起。北京门头
沟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 10000 年栽培的粟和黍。⑤ 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
址，发现了距今 8000 年前的围沟聚落。聚落内发现成排分布的房址，出土了炭化的
粟和黍，以及陶器、石器、骨器等，还有北方地区最早的家猪和各种野生动物的骨
骼。⑥ 在部分房址内居住面以下发现了墓葬，部分墓葬随葬陶器和制作较为精致的玉
玦、玉坠等装饰玉器，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琢玉工艺技术。有一座墓葬随葬一雄一雌
两口家猪，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开始出现贫富分化的端倪。
距今 6000 年前后，农业进一步发展。⑦ 有人质疑当时各个区域农业是否取得了

发展。我们认为，农业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取得了进步。在长
江下游地区，大约距今 5500 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晚期，出现了犁耕; 到了距今 5100 至
4500 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多次出土了石犁及其他耘田器等多种稻田农具; 在良渚文
化之后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水田中，还发现了水牛的脚印，可知在当时的长江下游地

区，犁耕已经比较普遍，稻作农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农业发展的另一个方面应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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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大众考古》2016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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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的进步，只是这方面的表现在考古资料上往往难以辨识。长江下游浙江茅山遗
址特别是余姚施岙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的水田，稻田规模达 10 万平方米 ( 相当于 14
个足球场) ，田埂、沟渠很规整，显然早已超过稻作农业初期小规模水田的阶段。在
良渚古城内中部的莫角山高等级建筑区附近，出土了大量炭化稻谷堆积，估计总重量

逾 20 万斤之多，这也证明良渚文明兴盛期稻作农业确实比较发达。
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表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乃至剩余价值，为

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给黄河、长江及辽河流域史前
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一是人口的显著增加。距今 6000 年以前，聚落分布
较为稀疏，村落的规模大都是数万到十几万平方米，多者不过几十户人家。距今
6000 年之后，聚落的数量较此前显著增多，聚落的规模也明显扩大。二是早期城市
的出现。这一时期开始，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规模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
聚落，表明出现了人口的聚集，形成了早期的城市，成为当时该区域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中心。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
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进而和比邻的群
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政治因素。在一些等级高的早期城市中，出现了布局规整的大型高等级建筑和有丰
富随葬品的大型墓葬，社会开始出现日益明显的贫富与贵贱的分化。这些变化应是在
适宜的环境下，农业得以显著发展，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
探源工程手工业课题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各地史前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工艺

技术也取得了进步，最为突出的变化是，高技术含量、高等级的珍贵物品 ( 如玉器、
精致陶器、漆器、绿松石装饰品等) 工艺技术生产专业化的出现。如辽河流域牛河
梁大型积石墓和长江下游地区安徽含山凌家滩墓葬的高等级墓葬随葬的玉人、玉龙、
玉鸟、玉龟; 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明的玉琮、玉璧和玉石钺以及各种玉饰。良诸古城
大墓出土的玉琮，在一毫米的宽度内有五到六条刻线; 黄河下游地区的厚仅不到一毫

米、薄如蛋壳的蛋壳黑陶; 黄河中游地区陶寺文明的龙盘、鼍鼓、石磬、玉石钺和各
种彩绘漆木器和铜器的制作; 石峁古城的铜器和玉器制作以及精美的石雕技术等，无

一不是当时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的表现。这些工艺的技术含量较高，需要专门的
工艺和技术，绝非每家每户的居民都可以胜任的，说明当时各地出现一批具有专门技

能的工匠家族，世代传承，才得以取得如此高超的技艺，制作出精美绝伦的产品。高
技术含量手工业的专业化应是出现社会分工的表现之一。
这一时期，各地的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技术含量高、制作精致的物品都出于

各地高等级的墓葬中，表明各地权贵阶层已经掌握了这些贵重物品的原料供给、生产
和分配。考古发现，中心聚落内部制陶、石器制造等手工业水平和分工程度也明显高
于普通村落，此外还可从墓葬大小和随葬品质量、数量相差悬殊等情况，看到社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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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的财富、地位的明确分层，也即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
开了。由此可见，高端手工业为权贵阶层所掌控，应是各区域文明演进的共同特点，
也是首领的权力得以巩固的重要因素。

四 探源工程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阶段性特征

探源工程实施以来，通过对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距今
5800 至 4000 年前后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对各个区
域的文明化进程 ( 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和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 有了较为清
晰的认识。
研究结果表明，大约从距今 5800 年开始，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

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这些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具有以下
一些共性: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口显著增加，社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出现了面

积达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说明出现了人口向政治中心集中的现象; 社会分化日益

严重，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掌管集团公共事务的管理阶层和掌握军事指挥权力的首
领，以及琢玉、制骨、冶铜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工匠家族; 社会出现明显的贫
富贵贱分化，社会财富被权贵阶层和家族所占有。与此同时，各个区域发现的此阶段
的遗址，表现出各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 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

大约 5800 年前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
如陕西华县泉护村①、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
址，它们的面积达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周围的几万平方米大小的普通村

落。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
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差别不

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
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
因素。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
五帝时代的“邦”“国”，兹称之为古国。而自大约 58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
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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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华县泉护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 《华县泉护村———1997 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年。
赵辉: 《考古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历程》，袁靖主编: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讲义》，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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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古国和古国时代的称谓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学者主张就古国的社会发展
程度而言，相当于当代西方学术中通用的 “酋邦”概念，不如照搬，且方便和国际
学术界展开对话。而我们主张使用 “古国”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承袭了古
人的称谓，因而具有传统特色，还在于古国这种社会基层结构自产生以来一直延续到

三代，即“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
者乃二十四” ( 《战国策·齐策四》) 是也，其间的演进变化十分复杂，远未厘清，但
却是理解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之所以采用这个称谓，实际上还
有为了将来随着对其研究深入，可能揭示出更多中国上古历史特点特色内容以及提炼

相关理论而预留空间的策略方面的思考。
在这个时期，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社会分化现象集中在黄河中游地区。
在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发现了数个年代在距今 5800 到 5500 年的超大型聚落

和一批同时期的中小型聚落。其中，北阳平遗址和五帝遗址面积都是 70 多万平方米。
经过大规模发掘的西坡遗址的围沟聚落内面积为 40 万平方米。① 遗址周围有用作军
事防御宽达 10 米的围沟环绕。在遗址中心部位有一个广场，围绕广场有四座大型建
筑址。基址的室内面积达 240 多平方米，连同室外回廊等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 500
平方米。这些大型建筑建造得十分考究，它们应是该大型聚落中权贵人物居住和举行
各种仪式的场所。壕沟外侧发现公共墓地，其中 27 号墓长 5 米、宽 3. 5 米，墓主人
为青年男性，规模比一般氏族成员的墓大数倍。墓中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和十余件
陶器。从墓葬的巨大规模和随葬玉石钺来看，墓主人可能是居住在这一聚落中拥有军
事指挥权的首领。随葬的十余件陶器烧制温度较低，显然不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
器，而是为了随葬而特地制作的 “明器”，这是在全国范围内迄今所见年代较早的为
了随葬而制作的 “明器”。这座墓葬的规模虽然大大凌驾于其他一般成员的墓葬之
上，但与墓葬的规模相比，墓内随葬品并不算丰富。这种情况与同时期长江下游大型
墓葬中出土近百件随葬品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成为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一个重

要特点，反映出不同地区的社会分化具有不同的模式，中原地区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

模式，即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时期，是以首领居住址的规模和墓葬的规模彰显自己的

地位，而并非以占有和随葬大量财富来显示尊贵。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中原地区的
社会还处于分化的初期，集团首领还没有凭借手中的权力将社会财富据为己有。
如此规模的大型聚落以及数量众多的大中小型聚落聚集在一起的现象是此前在全

国范围内所未见的。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人口显著增长并异乎寻常地集中于此地的现

15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考
古》2005 年第 3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两座大型房址的发掘》，《考古》2015 年第 5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灵宝西坡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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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活动的区域内，在被认为可能是黄帝
炎帝集团兴起的时间段，出现了大型聚落集中分布的情况，令人深思。
距今 5300 年左右，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在河南中部的

郑州地区西部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似乎暗示这
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移到了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
是此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①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由三重环壕围绕的大型聚落，遗址现存面积 117 万平方米。在
最内侧环壕以内，用围墙环绕形成的 18000 平方米空间区域内发现成组的大型建筑，
共有三排，中间一排面阔五间，两侧的房屋基本对称分布，面阔三间，总面积约

2400 多平方米，且布局已经呈现出中轴线理念的端倪。在这组建筑群以南，发现了
规模更大的两座单体巨型建筑基址，面积分别为 1600 和 1300 平方米。
双槐树遗址的布局和高等级建筑的规模与河南西部铸鼎原遗址群的西坡遗址四座

大型建筑基址围绕广场周围的布局迥然有别，显示出全新的布局理念，高等级建筑群

位于聚落北部正中，几座建筑同一方向，以中轴线贯穿，前后递进。这种以中轴线为
中心，东西并排排列的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声，意义深远。
遗址围沟内发现了四处公共墓地，墓葬头向一致，成排分布。房址集中分布和几

处公共墓地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四处公共墓地中，有两
处墓地的中部各有一个方形夯土台，可能是用于祭祀的祭坛。在距离高等级建筑最近
的一个墓地的祭坛附近，发现数座规模明显大于一般小型墓的墓葬。
双槐树大型围沟聚落，特别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的发现表明，距今 5300 年前，

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较之于距今 5800 到 5500 年期间铸鼎原遗址群所看到的状况更加
严重。因之，李伯谦最先将这一阶段的黄河中游地区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中心聚落
称为“河洛古国”。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黄河中游地区经历了 8000 年前农

业的初步发展，人口繁衍，出现了定居聚落，精神文化方面取得显著进步; 6000 年
前，社会出现明显分化，出现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和面积达数百平方米，制作考

究的大型建筑以及比一般社会成员的墓葬大数倍的大型墓葬，但是随葬品的多寡并无

明显差别，也看不到明显的原始宗教色彩，与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同时期大型墓葬

中随葬大量精致的随葬品和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迥然不同，暗示出黄河中游地区的文

明进程和模式可能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以青台遗址出土了丝织品的残片，双槐树
遗址出土用兽牙制成的家蚕形饰为代表，说明当时中原地区已经能够养蚕和缫丝。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长江下游地区最早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是江苏张家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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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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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遗址。① 该遗址发现距今 5800 到 5500 年崧泽文化的村落和公共墓地。这里发现
大型建筑基址和公共墓地。几座大型墓集中在一个区域，周围有数座中型墓，与其
他小型墓分布区域显著分离。大型墓内随葬多件制作精致的武器———玉石钺和玉
玦、玉环、玉坠等装饰品，以及数十件陶器，而为数众多的小型墓不仅墓圹狭小，
而且随葬品也往往仅有两三件日用陶器，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发现反映出当
时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明显的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显贵阶层掌握

了较多的社会财富，其社会贫富贵贱分化的严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期是十分突

出的。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距今 5500 到 5300 年左右，年代与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相衔

接。遗址面积达 160 万平方米，是安徽南部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遗
址。遗址分为贵族墓葬区、祭祀区、一般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大、随葬品十分丰
富的高等级墓葬。等级最高的墓葬随葬品多达数百件，以玉器为主，有多达数十件的
玉石钺和数十件玉石锛铺在尸骨上下，还有玉人、玉龙、玉鸟、玉龟等，随葬品总数
达 300 多件。大量玉钺暗示出当时的首领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玉龙、玉鸟、玉龟、玉
人等反映出宗教色彩。160 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祭祀区和墓葬区反映出严重的社会
分化，权贵阶层可能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通神祭祀的权力，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到达

或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在长江中游地区，距今 6000 年，出现了迄今国内年代最早的城址———湖南澧县

城头山城址，城址呈圆形，面积约 9 万平方米，周围有宽数十米的壕沟。城内发现巨
大的祭坛、建筑基址、道路和完整的排水系统。该城址被连续使用了近 2000 年。②

辽宁省喀左牛河梁遗址群位于辽宁西部的丘陵地带。③ 在这一地区，发现了距今
5500 至 5300 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遗迹群。在 40 个大大小小的山头上，都发
现了用石块修筑成圆形的祭坛和方形的积石墓。大型积石墓随葬玉龙、玉龟、玉鸟等
动物形玉器和玉璧、玉玦、玉镯等装饰品，个别墓葬还随葬玉人。在一处较高的山头
上，用石块砌筑出一组面积达 7 万平方米的巨大平台，应是举行祭祀等大型仪式的场
所。在该大平台同一山头的南坡，有一个形状特殊的建筑，里面有数量众多、大小不
等的泥塑女人像和龙、熊、猛禽泥塑的残块，还出土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女人头泥塑
像，这里被认为是辽西地区的一处神庙。由于牛河梁遗址群一带一直没有发现居住遗
迹，所以，这里可能是当时的一个专门埋葬贵族和祭祀神灵的原始宗教圣地。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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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 《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
出版社，2016 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城墙与护城河 2011 ～ 2012 年的发掘》，《考古》2015 年
第 3 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 1983—2003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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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阳半拉山遗址发现了一个红山文化的积石墓地和祭坛，出土了数件石人头像，最

高达 40 厘米，再一次印证了红山文化晚期所具有的浓厚的宗教色彩。①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辽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阶级分化，可以葬在

牛河梁圣地的人应是地位特殊的权贵阶层。他们的墓葬中只随葬精美玉器，不见陶器
等日常生活用具，这些不同种类的玉器真正用于装饰的较少，也少见武器，多是玉

人、玉鸟、玉龟、玉璧等具有宗教色彩的玉器，或暗示出当时的权贵阶层掌握了祭祀
权力，即与神沟通的权力。崇尚神灵，权贵掌握通神权力可能是该地区权力出现和文
明演进的突出特点。

(二) 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

约自距今 5000 年前后，历史进入古国时代的第二个阶段，突出的变化是在一些

地区，此前阶段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此时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

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其
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

位于浙江北部余杭的良渚都城遗址建于距今约 5000 年前。为了防止这座建于沼
泽区域的城址遭到城址以北丘陵地区洪水的侵害，在筑城之前，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

者集中了周围广阔地区的大量劳动力，利用自然地势的起伏构筑起长十几公里、高数
米的多段水坝，整个水坝分为高、低坝系统。②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这一水利系统除
了防范洪水对古城的侵害之外，还可能具有在不同水位期蓄水，用于灌溉稻田的功

能，库区面积相当于两个西湖。在修建巨型古城之前，良渚社会的统治者还组织劳动
力，在城内中心位置堆筑起长 630 米、宽 450 米、面积近 30 万平方米 ( 相当于 40 个
足球场) ，高近十几米的高台。在高台上，修建出多组高等级建筑群供权贵阶层居
住。又以高台为中心，在周围修建起南北 1900 米，东西 1700 米，城墙墙基宽 20—
150 米，高约 4 米，面积近 300 万平方米的内城 ( 相当于 4 个北京故宫) 。内城的城
墙墙基宽达 40 到 60 米，先用从别处运来的石块铺垫厚度 0. 5 米做墙基，石块墙基上
用其他地方运来的黄土堆砌成数米高的城墙。在内城城墙之外，有宽数十米的壕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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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 《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考古》2017 年
第 7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 2006 ～ 2007 年的发掘》，《考古》2008 年第 7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6—2013 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4 年第 2 期; 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调查》，《考古》2015 年第 1 期; 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市良渚古城外郭的探查与美人地和扁担山的发掘》，《考古》2015 年第 1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联合考古队: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外围水利
系统老虎岭水坝考古勘探与发掘》，《考古》2021 年第 6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古城综合
研究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年;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组编: 《良渚》，南京，东南大学
出版社，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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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内城之外利用部分自然山势，结合人工堆筑，修建成面

积达 620 万平方米的巨型外城 ( 相当于 8 个故宫) 。经过估算，修建城内高台、内城、
外城和巨型水坝的工程量十分巨大，约需要 3600 万个劳动日，如果动用 10000 劳动
力连续工作，也需要 10 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仅仅依靠良渚古城内及其附近的居
民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显然是动员了归其统辖的相当广阔地
域的人来共同参加这一超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由此可见，当时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
者已具有非凡的动员和组织人力的权威和能力。如果不是进入了文明社会，不是国王
依靠国家的力量，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一时期的居住遗址和墓葬的规模、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等方面都清楚地

反映出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贫富贵贱的差别。高等级建筑建在人工堆筑的巨大高台之
上，单体建筑面积达二三百平方米的多座建筑周围有围沟环绕; 高等级的墓地位于专

门砌筑的大型祭坛之上，一座墓葬往往随葬近百件器物。其中最高等级的王墓随葬制
作精致的玉石钺、玉璧、玉琮。这些玉石钺和玉琮、玉璧只见于大型墓葬中，应是彰
显持有者拥有军事权力和主持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权力，这些玉质器具应是尊贵身份

和祭祀神灵的器具———礼器。在江苏南部的武进寺墩①和苏州草鞋山、② 上海福泉山③

等良渚文化的大型遗址中，也发现文化面貌相似，随葬多件玉璧、玉琮和玉石钺的高
等级墓葬。
上述这些现象揭示了良渚国家的基本面貌: 良渚社会有着复杂的行业分工和级

差明显的社会阶层的分层。由高墙环绕的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围宏大的水
利工程，反映了良渚人掌握了高超的科学技术，更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有效组织和

运行庞大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公共权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强制性权力甚至可以褫

夺他人性命。古城内部有高规格宫殿建筑，城市居民除了贵族之外，也有制作玉器、
漆木器等的手工业者，其按照职能、行业等组成的居民结构迥然不同于依照血缘关
系展开的农业村落。古城并无从事农业生产的迹象，所以在城内发现的大规模粮食
仓储和大量居民所需粮食消耗皆需外来供应，推算古城直接垄断了大约 2000 平方公
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和其他资源，从而可知城乡之间存在着明确和紧密的辖制关系。
在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存在高度一致的、具有强烈的 “一神教”特点的宗教信仰，
而在人类宗教发展史上，一神教是晚出的宗教形态———如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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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 《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 年第 3 期; 南京博物院: 《1982 年江苏常州武
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 年第 2 期; 陈丽华: 《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文
物》1984 年第 2 期。
南京博物院: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南京博物
院: 《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徐湖平主编: 《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 60 周年纪念文集
( 1936—1996) 》，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年。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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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且它们的产生通常伴随了民族、国家的重大变故，换言之，是出于政治目的而
创造出来的。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最高等级的政治、宗教中心和贵族手
工制造业中心，统治者占有大量社会财富，控制了长江下游 ( 今日的江苏南部、浙
江北部和上海) 的广阔区域; 在其他地区如今天的上海、苏南等地还有若干次一级
的地区中心，它们结成网络，实现对文化全域的控制，形成了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

心，和一些次中心构成，以及众多中小型聚落构成组成的多层级的、具有共同的宗
教信仰和稳定的控制区域的社会管理体系，说明这时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

文明社会。① 凡此种种，都反映出良渚是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已具备了国家的基本
特征。这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良渚古城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
地”，是千真万确的。
在同时期的江汉平原，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现面积达 120 万平方米的大型城

址。② 城内有祭祀区，出土数千件红陶杯、大量小型的陶塑人像和动物塑像，整个城
内原始宗教色彩浓厚。

澧阳平原的澧县鸡叫城遗址，从距今 6000 多年的小型聚落，到距今 5000 年前形
成一座城。③ 近年，在城内发现一座大型楼阁式建筑基址，基址底部有大型木结构的
垫板做基础。基址本体面积 420 平方米，加上回廊，总面积达 630 平方米。到了距今
4500 年左右，形成三重环壕，面积达 100 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型聚落。聚落内发现
大量炭化谷糠堆积，推测稻谷总量达 22 万公斤。

由良渚文化率先开启的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明浪潮波澜壮阔，又此起彼伏。大体
而言，与良渚文明同时或稍晚，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地处西辽
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呈现出向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

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史前时期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文化面貌具有鲜明

的自身特色。到了距今 5000 年以后，该地区的社会分化十分严重。20 世纪 60 年代
前半，在泰安大汶口遗址距今约 5000 年前后的公共墓地中，发现墓葬规模明显大于
一般社会成员，墓内随葬品十分丰富的大型墓葬。④ 近年，在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
和滕州岗上遗址，都发现了距今约 5000 年的公共墓地。在焦家遗址的一个墓葬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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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辉: 《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 年第 3 期。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
报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澧县鸡叫城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2002 年第 5 期; 郭伟民: 《新石器时
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
学: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文博中国”2022 年 2 月 16 日。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4 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
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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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着多座高等级墓葬。墓地坐落在人工堆筑的土坛之上，大型墓葬不仅墓圹规模大
于一般墓葬，而且使用木质棺椁，有的使用两重椁和一重棺。这几座大型墓的墓主人
都是青年男性。每个大墓中随葬几十件制作精美的陶器，还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

表明墓主人掌握军事指挥权。他们很可能是军事首领。① 在最近发现的滕州岗上墓
地，四座并列的男性大型墓随葬 300 多件精致陶器，每个墓葬还随葬大小两把玉石
钺。② 这两处墓地的大墓中的随葬品比小型墓多数十倍，表明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
贵贱的分化，社会财富被权贵阶层所掌控。在焦家和岗上遗址，都发现同时期的大型
中心性城址。

值得一提的是，海岱地区最先发明了用木质棺椁做葬具和陶鬶、陶盉等带有三个
空袋足的陶制酒器，这些因素被中原地区集团所吸收，成为当地棺椁葬制和陶制酒器

的组成部分。后来，根据陶制酒器发展而来的铜盉、铜觚等青铜容器，成为夏商周时
期表明贵族等级身份的重要礼器。
(三)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

距今 4300—3800 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也叫龙山时代，是古国
时代的第三个阶段。此间的变化首先是在大格局上，良渚、红山和石家河这些文明化
的先行者先后衰落了，相反，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

也初现文明曙光。这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陕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四川郫
县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

陶寺城址的使用年代约距今 4300 到 4100 年。城址长 1800 米，宽 1500 米左右，

总面积近 280 万平方米，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
遗址。③ 高等级建筑区位于城内东北部。单体建筑基址面积最大者达 8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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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 2016 ～ 2017
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9 年第 12 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聚落》，《中国文物报》2022 年 3 月 25 日，
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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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文物局: 《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 年第 9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 《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
基址》，《考古》2004 年第 2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 《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
型建筑基址 2003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 年第 7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
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 2002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 《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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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 《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
古》2008 年第 3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 III 区大
型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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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址附近出土陶瓦和表面涂有白色和蓝色的刻划墙皮，说明当时的高等级建筑相当考

究。宫殿区周围有围墙围绕，形成中原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最早的宫城。在陶寺城址
早期的大墓中，随葬近百件随葬品，其中有表明墓主人尊贵身份的鼍鼓、土鼓、石
磬、龙盘和表明持有者掌握军事权力的玉石钺。而同时期的小型墓基本上没有任何随
葬品，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极为严重。在陶寺都邑最为兴盛时期的大墓
中，带有精致漆木柄的 6 件玉石钺沿墓壁摆放成一排，应是为了彰显统治者军事权威
的仪仗用具。墓中还随葬数量众多的漆木器、玉器。在这座大墓的旁边，发现了一座
半圆形，由外向内逐渐升高的坛状遗迹，内层的夯筑围墙上特意留出 20 道缝隙。天
文学家认为，这个遗迹是根据太阳从位于遗址以东的塔儿山上升起，阳光透过墙上的

缝隙照射到人工夯筑的圆心点来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
的观象台。① 有些学者认为，陶寺城址的年代、所处位置、城址规模和等级等方面都
与文献记载尧所居都城———平阳相吻合。
及至 21 世纪初，陕北地区的史前社会演进一直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十年来，

芦山峁遗址与石峁巨型史前城址的发掘，使该地区成为研究北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热

点地区。
芦山峁遗址位于延安市宝塔区碾庄乡，② 大体也开启于距今 4300 年前后。该遗

址面积达 80 万平方米，是这一时期陕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大营盘梁位于芦山峁遗址
的核心区，是由坡状的自然山梁垫土夯筑而成的巨大台基，长 160 米，宽 100 米。在
台基的顶部呈“品”字形分布着三座院落，一座大型院落位于北部正中，其南部两
侧是两座面积在 700 平方米的小型院落。一号院落为前后两进的四合院式建筑。在院
落内中部偏北处，并排分布着 3 座主体建筑，每间 200 平方米，建筑之间有宽 3 米的
过道。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筒瓦和板瓦，与陶寺遗址共同把我国古代开始使用瓦的
历史提前到 4300 年前。在这组建筑的南端有一小型广场。芦山峁遗址大规模的聚落
体量，特别是“宫殿”式建筑群落的出现，显然是当时陕北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居所
或祭祀场所，标志着当时这一地区社会分化已相当严重。
陕西神木石峁巨型城址的年代约距今 4100 至 3800 年，是一座面积达 400 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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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用石块包裹土芯砌筑的山城。① 该城址由外城、内城和皇城台构成。皇城台位于
城内高处，可以鸟瞰全城。城墙自下而上分为多层砌筑，现高十余米，气势恢宏，显示
出居住在其内的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尊贵身份。皇城台内有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大型
宫殿建筑、宽阔的广场，和通向城内的高大门楼和道路。近年，在砌筑皇城台台基边缘
墙体的石块中，发现了雕刻出兽面及各种动物形象的石条，有的纹饰与商代青铜器的饕

餮纹十分相似。遗址还发现了高一米，直径数十厘米、雕刻兽面图案的石柱和十多件鹰
形的陶制品。石峁遗址发现的大墓由于被盗，墓中随葬品所剩无几，但仍存有殉人。从
内城、外城和皇城台的宏大规模看，城内最高统治者的大墓应当是有丰富随葬品的。在
一些中型墓葬中，出土了铜齿轮性腕饰等铜制随葬品。这座依山而建的城址具有强烈的
军事色彩，在外城和皇城台城门附近，都发现用于阻止敌人进攻的防御设施———瓮城，

外城城墙外侧还设置多处突出于城墙外侧的附属设施———马面和位于转角处的角楼等防
御设施。这一发现将这些防御设施开始出现的年代较原来的认识提早了两千年。此外，

在皇城台、内城和外城城墙的石块缝隙中多有玉器发现，被认为是希望借助于这些玉器
所具有的“神力”，阻止外来入侵者。石峁遗址的一系列发现表明，距今 4100 年前后，

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相当严重，已经出现了掌握强大军事力量的

王权。在晋陕高原和河套地区，在石峁城址存在的时期，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石城，规模
大小不一，年代基本相当，体现了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的文明演进道路。从已发掘的山
西兴县碧村②、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③等城址来看，这个地区内大型聚落、中型和小
型聚落中，都有一个类似石峁皇城台的高级核心区域，只是因聚落不同，其核心区的

大小各异，在小型聚落里，也许只是众多窑洞簇拥的一座石砌建筑院落而已。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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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 《考古》
2013年第 7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
址后阳湾、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考古》2015 年第 5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
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 年
第 4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 《陕西神木县石峁
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 年第 7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
石峁遗址管理处: 《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 2016 ～ 2019 年度考古新发现》，《考古与文物》2020 年第 4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 《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
台大台基遗迹》，《考古》2020 年第 7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
峁遗址管理处: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蛇纹鬲”遗存石砌院落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2
年第 2 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兴县文物旅游局: 《2015 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 年
第 4 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考古学院、兴县文化和旅游局: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
西北部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2 年第 2 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石城址遗址 2020 年发掘收获》，《2020 中国重
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 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龙
山时代石城瓮城发掘述要》，《考古与文物》202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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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似乎意味着晋陕高原的石城聚落的建造依据了统一的设计蓝图，呈现出某种模式化

的特点。因此，当时应当存在一个以居住在石峁古城的王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和早期国
家。有迹象表明，可能正是石峁集团的南下，导致了陶寺古城的衰落。
古国时代晚期，中原龙山社会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

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 3800 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
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

活动的地望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二里头遗址就其规模和复杂程度来

看，无疑是其都城。夏鼐早就指出，二里头已经不再是初始形态的文明了。越来越多
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特征产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
封口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仪制度用器。所以，它们传
播至四极八荒，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
却辐射四方，不仅是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中原为主导的、整合
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五 根据中国的实际材料，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新标准

在国内外学术界，曾经以“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
的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中华文明只能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晚期开始，只有 3300 年的
历史。在中国史学界，往往根据史书中关于“禹传子，家天下”的记载，认为中华文
明应当以开启了世袭制度的夏王朝为肇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期间，我们对世界几
大原生文明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三要素”，如中美洲的
玛雅文明就无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并未使用文字，哈拉帕文明的图章并没有被学

术界认可为文字。追溯“三要素”的由来，我们发现这“三要素”是从两河流域文明
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基于这样的
认识，工程从实际材料出发，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二里头等都邑遗址
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

纳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
(一) 史前农业取得显著发展

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较之于此前有明显的改进，出现

新的工具种类，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例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比较普遍地使用了
犁耕，并发明了多种稻田中使用的生产工具。从比良渚文化更早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
水田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水田规模很大，灌溉系统比较完备，早已超过了小水田的阶

段。北方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在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可以想象，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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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工具之外，在生产技术方面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不能一味强调农业生产
工具没有发生重大进步，从而否认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农业取得的发展。例如，不能因
为在各地发现的汉代的铁质生产工具在种类和形制方面都和近代的同类农具相比没有

很大的变化，就因此得出两千多年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没有很大进步的结论。因为农
业的发展，除了生产工具之外，还有良种的培育、施肥、中耕等，各个环节取得的进
步都会促进农业的发展。
(二) 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被

权贵阶层所掌控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取得显著进步。在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和龙山
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技术工艺高超，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陶乌黑发亮，最薄的器壁只

有 0. 3 毫米。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的制作工艺技术十分精湛，如在反山墓地等级最高
的，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良渚 “王墓”的反山 12 号墓出土的形体最大、制作最精致的
“玉琮王”表面的人兽合体的“神徽”图案，在一毫米的宽度内有五条刻线，其工艺
的精湛可见一斑。这些制作精致的手工业制品说明当时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确实出现
了专业化。这些精美的手工业制品多数成为彰显持有者身份的礼器，所以，有理由推
测，这些高端器物的制作已经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三) 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早期城市

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繁衍。在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聚落数量显著增
加，并出现人口的非自然原因的集中。在一些区域文明的中心地区，出现了作为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其特征是，聚落规模巨大，面积达数十万乃至百万平方
米。聚落内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一般居民区等。
前述的良渚、陶寺、石家河、石峁、二里头都是如此。
(四) 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
社会分化严重，出现少部分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形成了具有某些高技术含量或资

源稀缺的贵重器物———礼器，来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至于这些礼器的种
类，则因地而异。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中，贵族墓葬中随葬可能具有祭祀功能的玉
琮、玉璧、三叉形器和表明掌握军事权力象征的玉钺。良渚城址反山 12 号墓内随葬
多件玉石钺和一件制作精致带有短柄的权杖。在陶寺遗址的大墓中，随葬陶鼓、木
鼓、石磬、龙盘、玉石钺等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的礼器。在黄河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的
高等级墓葬中，是制作精美的陶制酒器和玉石钺以及多重木质棺椁。
(五) 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军事指挥权、社

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

出现了为彰显王的权威，动员大量劳动力兴建的巨型都邑性遗址、王和高级权贵
们居住的大型高等级建筑 ( 宫殿) 。良渚、陶寺、石峁遗址莫不例外。进入夏王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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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二里头遗址“多宫格”围垣布局中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

规整的网格区域，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

同的人群，表明二里头都邑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
局。① 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
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

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六) 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

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都邑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缘关系
与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城市。王及其亲族仍然与社会大众保持着名义上的亲缘关系，

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他们的墓葬位于公共墓地的一隅，单独成为一个墓
区。如陶寺遗址早期大墓就位于由上万座墓葬构成的公共墓地中的一个区域，该区域
由几座大型墓和几十座中型墓构成，不见小型墓。到了陶寺城址兴盛时期，大型墓脱
离了公共墓地而位于南城墙附近用围墙围绕的一个单独的区域，附近有数座中型墓，

应是大墓墓主人的亲族。单独构成王族墓地的还有良渚古城，在古城内城内外，发现
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几个高等级贵族墓地，说明良渚的王及其亲族的墓葬已经脱离
了公共墓地而被单独埋葬。
(七) 暴力与战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

1. 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各地都出现了暴力导致非正常死亡
的现象。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发现良渚时期罕见的有人殉的墓葬。赵陵山是一座人工
堆筑的台状土山，东西长 110 米，南北宽 80 米，呈椭圆形，占地 1 万平方米，高出
四周约 9 米，周围有古河道环绕。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曾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
以良渚文化为主的墓葬 94 座。② 按墓主贫富贵贱分区埋葬，并有规模较大的集中杀
殉现象，杀殉人数中有半数被砍掉下肢或双脚，这在良渚文化遗址乃至夏王朝之前全

国范围内所罕见。石峁遗址的大型墓葬中在墓主身侧往往有殉人。还有些遗址发现有
人被埋在大型建筑的基础中作为奠基。山西陶寺遗址宫城中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基
础内就发现人骨和动物骨骼。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曾发现多座人头坑，个别人头坑内
曾埋有 24 个青年女性人头骨。这种奠基、杀殉习俗一直延续至晚商时期。③ 在殷墟
的大型墓葬和建筑内，都有作为牺牲的人群。这些被杀殉的人不大可能是墓主人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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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 ( 1999—2006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年; 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5 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20 年第 1
期; 赵海涛: 《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考古》2020 年第 8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
头工作队: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 2019 ～ 2020 年发掘收获》，《2020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南京博物院: 《赵陵山———1990 ～ 1995 年度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
刘绪: 《谈一个与早期文明相关的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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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而很有可能是战俘，或是生前因犯罪等原因成为供墓主人役使的奴婢。
2. 战争频发。自距今 5500 年左右开始，各地的墓葬出现随葬武器———石钺的现
象。陶寺遗址的一些青年男性的墓葬中，常可见到随葬一件石钺。此外，这一时期的
墓葬中石镞和骨镞的数量明显增加，且镞的体量增大，杀伤力增强。① 在各地这一时
期的高等级墓葬中，往往随葬制作精致且没有使用痕迹的玉石钺，可以认为是彰显墓

主人掌握了军事指挥权。随着战争的频发和规模逐渐扩大，掌握军事权力的首领的地
位不断提高。他们手中的军事指挥权发展成为主宰日常社会生活的王权。
(八) 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

各个区域文明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区域。这一区域中的人们存在共同的生活习
俗，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许还存在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这一区域内的不同小区域存

在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以该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王的都邑为中心，形成一个政
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网络。虽然官僚管理机构不容易在没有文字资料的考古发现中
得到证实，但进入文明社会的各个区域无一例外需要有官吏作为维持王的统治的保

证。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兴建、陶寺和石峁古城的兴建和维持社会生活
的运营，仅仅依靠王是绝对做不到的，都离不开为王服务的官僚机构。
我们提出的从考古发现中辨识文明产生的标志，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即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国家
的出现除了通过当时的文字资料证明之外，很多是需要通过考古发现的遗存去辨识

的。国家出现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出现了国王，即王权的产生。而王权的产生，是会在
考古发现中留下痕迹的，这就是: 1. 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 2. 作为王
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宫殿; 3. 王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大墓; 4. 表明权
贵阶级尊贵身份的标志———礼器和礼制; 5. 战争和暴力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
标志既适用于中国，也符合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是探源工程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这
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
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中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

六 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和机制的认识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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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辉: 《中国北方的史前石镞》，《国学研究》第 4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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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仰韶文化彩陶的扩展

大约距今 6000 年左右开始，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颇具特色
的以花和鸟图案为代表的彩陶向周围地区逐渐施加影响。此后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至
距今 5300 年前后，其影响所及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到黄河下游，西至
黄河上游地区。在中国史前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有学者认
为，形成了“文化上的中国”① ( 的雏形———笔者按) 。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
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应当是炎黄集团
兴起，并对周围地区产生强烈影响的反映。
(二) 距今 5500 年左右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 ( 古国文明) 。她们如群星璀璨，交映生辉，似百花绽放，争奇
斗艳。彼此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
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画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阶段，各个区域的文明通过彼
此的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基因。

1. 龙的形象的出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约 6000 多年的一座墓葬中，在
人骨架的旁边，有用贝壳堆塑的龙和虎形象，② 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龙的观念。值得
注意的是，贝壳堆塑的龙在东，虎在西，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的四

神思想的方位恰相吻合，应非偶然，暗示着四神思想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安徽
凌家滩和辽宁牛河梁墓地的大墓中，都出土了呈 C 形的玉龙。山西陶寺遗址早期大
型墓中都随葬一件绘有彩绘盘龙纹的大陶盆。③ 到了夏代后期的都城———河南偃师二
里头遗址出土了用两千多片绿松石镶嵌在有机物上形成的龙形饰物。④ 商代晚期的
王———武丁的妻子河南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带有龙纹的铜盆。可见龙的观念已深入
人心。

2. 从“以玉为美”到“以玉为贵”的理念。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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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韩建业: 《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江汉考古》2015 年第 3 期; 《早期中
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
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
物》1988 年第 3 期; 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 《1988 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第 12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濮阳西水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
社，2012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1980年第 1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 《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
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1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 《襄
汾陶寺 1978 ～ 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 ( 1999—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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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等距今 9000 年的玉质装饰品; ① 在距今 8000 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
遗址的少数墓葬中，出土了制作较为精美的玉玦和玉坠等玉制装饰品，② 说明当时已

经出现了“以玉为美”的观念。到了距今 5500 年前，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和
长江下游地区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高等级墓葬中，除随葬 C 形玉龙之外，还随
葬各类制作精美的玉器。体呈“C”形的玉龙、玉鸟和玉龟的形态，特别是两地出土
的玉人姿势都是双手并拢捧在胸前，非常相似。相聚数千里之遥，却存在如此相似因
素，不可能是巧合，说明当时中华大地各个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可能存在着信息的交

流，由此导致形成了以龙的形象为代表的各地区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共

同性，而这正是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3. 海纳百川———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在极有可能是尧所
居都城———平阳的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

如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特点的陶鬶、陶盉、陶觚等陶制酒器、最早出现于
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出土物相同的双翼形
玉饰、来自西亚经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小麦栽培、黄牛和绵羊的饲养及冶铜术等，

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积极吸纳周围各个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呈现出

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黄河中游地区的汇聚。正是由于中原地区以尧舜禹为核心的
势力集团对其他地区先进因素的积极吸收，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

壮大。
4. 辐射四方———中原地区夏文明对周围广大地区的文化辐射。进入夏王朝之后，

特别是夏王朝后半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原与周边的交流从尧舜时期以
对周围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和汇聚为主，转变为以对外辐射为主的模式。河南偃师二
里头遗址面积达 360 万平方米，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从遗址
的年代、规模和位置判断，它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宫城以南，发
现与宫城仅一路之隔，同样以外墙围绕，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官营手

工业作坊区，生产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的青铜容器和绿松石装饰品。③ 说明这一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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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饶河县文物管理所: 《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6 年
第 2 期;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饶河县文物管理所: 《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 2015 年Ⅲ区发掘简
报》，《考古》2019 年第 8 期; 赵宾福、孙明明、杜战伟: 《饶河小南山墓葬出土玉器的年代和性质》，
《边疆考古研究》2013 年第 2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
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 1992 年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兴隆洼聚落遗址发掘获硕果》，《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二里头: 1959 年 ～ 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1999 年; 许宏: 《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4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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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已经完全控制了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原料、生产、分配，使之成为维持其统治的
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后世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礼制文明的先河。

以二里头为都邑的时期，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确立的时期。在二里头遗址，

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得以规范化、系统化和
制度化，出现了大型玉石钺、玉刀、玉璋、高领玉璧等，具有表示持有者高贵身份的
大型仪仗用具，初步形成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最为突出的例证是，夏代
后期重要的仪仗用具之一———玉璋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上中下游流域乃至中国香
港和越南北部都有发现，① 表明夏代后期以后，中原王朝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

影响力有十分明显的加强，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

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进入到以中原地区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
明阶段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具体体现。

七 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如前所述，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

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另一方面，在其形成过程中，也与域外其他古老文
明发生过交流。大约距今 5000 年前，发明于西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农作物———小麦和
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② 与此同时，

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经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游地区。③ 大约在距
今 4000 年前后，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④ 在距今 3300 年左右，家马和
马车也是经由欧亚草原地带传入商代晚期首都———安阳殷墟。⑤ 上述外来文明因素的
融入，丰富了中原地区农作物和家畜的种类，在黄河流域逐步形成了粟、黍、稻、

麦、大豆构成的五谷农业体系和猪、狗、牛、羊、马的家畜饲养体系。冶金术经我国
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与此前的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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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邓聪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 《牙璋与国家起源———牙
璋图录及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年。
赵志军: 《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南方文物》2015 年第 3 期; 蔡大伟等: 《中国北
方地区黄牛起源的分子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第 34 卷第 1 期，2014 年; 蔡大伟等: 《中国绵羊
起源的分子考古学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 9 辑，2010 年。
李水城: 《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温泉县文物局: 《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
与墓地》，《考古》2013 年第 7 期; 袁靖: 《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
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
龚缨晏: 《车子的演进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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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相结合，经过创新，发明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在尧舜时期制作出第一批青铜容

器，为夏商周王朝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① 马和马车的传入，丰富
了黄河流域人们的交通手段，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
这一时期，文化的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大约也是在距今 5000 年前后，

在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从西亚传入我国境内的同时，原产于我国华北地区的
粟、黍栽培也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地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的动力，也说明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断，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断吸收和借鉴

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并加以吸收和创新，是以充满活力，不断发展。

八 结语

在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领导下，在全国同行的积极参与

和大力支持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对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背景、原因、机制与动力，对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
灿烂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2019 年 7 月 6 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 43 届世界遗产理事会大会上，

良渚古城和水利设施被批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理事会对良渚古城的入选原
因做了如下阐述: “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
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
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良渚进入文明阶段得到了世界遗产界的认同。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探源工程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

发展的内在机制、道路、各个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与模式、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
展相关的文明的内在特点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缺乏对其他古老原生文明充
分的了解，缺乏比较研究，影响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特质的分析。特别是由于探源工程
的研究成果还没有系统地向学术界报告和缺乏对全社会的广泛深入的宣传，致使工程

的主要研究成果———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是历史真实”的认识尚未得到史学界的广
泛认可，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学者坚持认为良渚、陶寺、石峁遗址所处的社会是
处于“部落联盟”阶段，中华文明始自夏王朝建立。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中国文明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

长达近 2000 年的历史过程，而且中国版图内的文明，是分布于青藏高原以下遍及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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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弛: 《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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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总面积至少 250 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大
地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一个巨大丛体，体量之大，为同时期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

之最。学术界早就对这其中的各支考古学文化的变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概括，
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 “多元一体”。而有关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则进一步
揭示出，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近年
来，将这些地方文明视为个案，分别就其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
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又是怎样在彼此的取长补
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结出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
最终导致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结果。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工程，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孜孜以求，

不断探索，不断创新。2020 年开始，“探源工程”开始了第五阶段的实施。项目负责
人和团队也做了调整充实。我们相信，在几代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明探源研
究将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特
点和机制，她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必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展

现在世人面前!

本文是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取得主要成果的概括性介绍。工程从 2002
年启动预研究开始，到今年已经整整 20 年。社会各界都希望能够对探源工程有
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执笔者担任工程第一至第四阶段负责人 15 年，觉得有责
任有义务向学术界汇报探源工程的情况。为此，我们执笔撰写了这篇文章。
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是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在社会各界

的帮助下，由 20 多个学科、60 多个单位、400 多位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衷心
感谢为工程的顺利实施给予有力支持和热心帮助的所有人! 在涉及的一些学术问

题上，参加的学者们认识并不尽一致。本文中的表述是执笔者个人的理解，最终
集体认识以探源工程的成果正式出版时的表述为准。在项目实施以及本文的撰写
过程中，工程学术秘书常怀颖协助做了大量工作，谨致谢忱。

〔作者王巍，1954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 赵辉，1953 年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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